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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恩格斯晚年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形势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应对

这一变化和更好地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与实践活动提供指导，恩格斯审时度势，对他和马克思先

前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进行了重新审视与思考，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与新结论，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恩格斯晚年的理论创新是多方面的，本文拟选取四个重要方

面进行考察分析，以从中得到有益的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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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ngels’s later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apitalism and the situation faced by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have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is change and 
provide better guidance for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socialist parties in vari-
ous countries, Engels evaluated the situation, re-examined and thought about a series of theo-
retical viewpoints previously put forward by him and Marx, and put forward his own new 
viewpoints and new conclusions on many major issues, which great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theoretical theories of Marxism. Engels’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his later years is multi-
faceted. This paper intends to select four important aspects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i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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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et usefu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rom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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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承担起了指导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重任。在其整个晚年时期，西方

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恩格斯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全面

认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几乎一切领域里都进行了理论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说。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分析，看恩格斯晚年是如何进行理论创新的，并从中得出有益的经

验及启示。 

2. 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扩展能力的新认识 

资本主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几乎

从一开始就将认识和剖析资本主义的性质、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作为自己最为重要的任务。由于时代条

件和现实实践的局限，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早期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存在着一定的偏颇和激进主义倾

向的，但是到了晚年，在客观环境发生了进一步变化、自身也获得了更多经验积累的情况下，恩格斯对

资本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认识，做出了一系列较之以前有很大不同的理论论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1) 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进行重新认识与估计 
恩格斯 1842 年底告别家乡来到英国，开始了解英国社会现实和资本主义发展状况。英国当时虽然初

步完成了工业革命，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还不十分完善，经济活动时常出现混乱和波动，

给人一种难以为继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 1843 年对英国资本主义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

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

产灭亡。”[1]后来，在 1848 年与马克思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恩格斯更是明确地阐述道：“这个曾

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

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2] 
19 世纪 50~60 年代，恩格斯将主要精力用在商业事务上，较少进行理论研究。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

后，又开始较多地承担起了指导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重任。在此期间，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

命力问题虽有一些新的认识，但在主要的方面仍受到传统观念的巨大影响。例如在 1876~1878 年间写就

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依然这样判定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现代资产阶级已无力控制它创

造出来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

奔向毁灭。”[3] 
但是，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恩格斯在重新研究了英国的情况后，思想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他

在 1885 年写的《1845 年和 1885 年的英国》一文中得出结论说，1847 年经济危机后，西方资本主义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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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始复苏，开辟了新的工业时代。谷物法的废除和继之而来的财政改革，大大地推动了英国工商业的发

展。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以及中国门户的被打开，给英国工业开辟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但是，

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1844 年的世界发展状况与当今相比，已经是微不足道，甚至可以说是原始的了。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认识到了 1895 年，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被

称为晚年政治遗嘱的《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坦承，历史表明，

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

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 

2)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方面和劳资之间关系做出新的判断 
在早年，一方面受到英国现实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强烈的人道主义动机的驱使，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劳资关系的评价是非常负面的。他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和文

章中，将资本主义制度、工厂制度描绘成一种现代奴隶制，说其残忍程度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认为资

本主义商业就是互相欺诈，用不道德的手段达到不道德的目的；认为在劳资关系中，工人总是吃亏；机

器的使用也是有害于工人的。直到 1881 年初，恩格斯还在《雇佣劳动制度》一文中写道，英国工联虽然

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斗争了半个多世纪，但还是没有将工人阶级从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但是，进入 19 世纪 90 年代后，恩格斯在给其早年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序言时，则就完全

从另一个角度谈论问题了。他指出，资本主义早期劳资关系的状况，至少就英国来说，在很多方面已经

成为过去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展现的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它就越不能采用那些早期经常

使用的哄骗和欺诈手段了。在现代经济体系下，时间就是金钱，商业道德也会随之发展。与这种发展程

度相一致的是，大工业至少从表面上看变得越来越讲道德了。因为工厂主们认识到，靠对工人进行琐细

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于是，曾经残酷压榨工人的企业主，也开始追求劳资和谐了。 

由此一来，两个曾经严重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逐渐改变了。例如，工厂主以前都对工厂

法严重抵触，而现在他们开始自愿地遵守了，并且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工业部门中去。工联以前被工

厂主看作是恶魔，而现在则被当作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学说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罢工

也被容许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也越来越习惯于通过合法与和平的手段表达自己的诉求，争取和捍卫

自己的利益。 
3)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某种新看法 
在 1845 年时，恩格斯这样概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世界里，每一

个人都竭力使自己发财致富，而根本不理会其他人的利益；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谈不上合理的组织与

分工；在现实中发生的，是所有人之间的战争，各个资本家同其他资本家进行斗争，各个工人同其他工

人进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反对所有的工人，所有的工人反对资本家集团；因而，到处是混乱和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生产的无计划性和不断的经济危机。恩格斯

在 1847 年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指出，资本主义创立的大机器使工业产品在不长的时间里大规模地

增加起来。由于产品的增加变得迅速和容易，因而就会使大批资本家投身于这一行业，导致生产很快就

超过了消费，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商业危机也就因此而到来了。在商业危机、经济危机的打击下，

工厂只好关门，企业主破产，工人挨饿，因而到处出现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过了一段时间后，过剩的商

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人的工资也再度提高，生意逐渐兴隆，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但这种局面是

不会长久的，很快又会出现危机，如此循环往复，从而造成对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的巨大破坏。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发生变化，其显著表现就是股份公司的成立。马克思

在世时就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而恩格斯通过深入的研究，也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

要现象。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新观察，恩格斯得出结论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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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

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4] 

3. 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途径的新构想 

无产阶级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实现自己的解放，是马克思、恩格斯长期关注和致力于解决

的重大问题。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首先是同他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看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恩格斯早年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设施完全

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格格不入。他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道，法国大革

命标志着民主制度在欧洲的兴起，但在我看来，民主制度和其他任何政治制度一样，归根结底是虚假的

和自相矛盾的，是一种伪善。同时，政治自由也是假自由，同奴隶制别无二致。政治平等也不例外。 

进入 19 世纪中叶以后，资产阶级民主制取得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普选制的确立。但当时的普选制

度一来还很不成熟，二来则由于农民占多数，普选制往往被统治阶级用作反对工人阶级的工具。因此，

恩格斯当时对普选制、普选权是持排斥和反对的态度的。他针对波拿巴时期法国的情况评论说，普选权

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普选权在革命时期所能起的作用不过如此而已，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

除。”他对后来的德国也持类似的看法，指出，在封建贵族仍然是实在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以及农村

短工两倍于工业工人的德国，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

到而且也得不到丝毫成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就不是武器，而是陷阱。”[5] 
民主制不能用来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那就只有进行暴力革命了。恩格斯早期正是这样理解和看

待问题的。在谈到英国宪章运动失败的教训时，恩格斯就说道：合法革命把一切都搞糟了，英国无产阶

级终于意识到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

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后来他又在其他场合强调说，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

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6]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末，恩格斯还指出，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

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 

但是，整体上说，从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恩格斯在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尤其是普选制方面的立

场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开始这样说道：“有产阶级是直

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

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

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4] 
此后，随着无产阶级在普选中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恩格斯对普选制、普选权的评价也越来越高了。

例如谈到英国的情况，他说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只要他们提出要求，并且明

白自己要求的是什么，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对于在自己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德国社

会民主党取得的成就，恩格斯更是给予了大力的肯定与褒扬。他说道，德国无产阶级发现，在资产阶级

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够用来同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及

其政府更加害怕的不是工人政党的不合法活动，而是其合法活动，更害怕的是其选举的成就而非起义的

成就。 

与此相一致，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看法也极大地改变了，认为暴力革命不仅日益不可能、而且也不

必要了。 
1) 恩格斯首先认识到，从技术层面来说，暴力革命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恩格斯在深入分析了

现代战争的条件后指出，用以前的经验来认识现代战争和武装起义成功的可能性已经不行了，因为历史

已走得很远，1848 年的斗争方法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根本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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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旧式的起义，1848 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4] 
2) 恩格斯认为在现行条件下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在日益消失，因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已经使得无产阶

级通过非暴力革命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了可能，而且代价更小。他阐述道，在法国、美国等那样的现

代民主国家，人民代议机关已经能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无产阶级政党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

持就可以掌握权力，对旧社会进行改造，用和平手段过渡到新社会是完全可能的。只有像在德国这样的

国家，由于还存在着专制制度，社会民主党人还做不到这一点，也不能这样做。 
3) 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指出，社会革命的主体自身已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以前主要是少数人的革

命，或者说是少数人带领着多数盲从的人们的革命，那么现在，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

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有重大的社会改造的问题，已经觉醒了的人民群

众一定要参加进去，他们一定要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去流血牺牲。并且，恩格斯还发现了中等阶级的崛

起及其基本思想倾向，认识到中等阶级对暴力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不会无条件地团

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因此，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敌人挑衅，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能轻易

地诉诸暴力。 

4. 恩格斯晚年对工人阶级政党自身发展规律的新探索 

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组织原则基础之上，自身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活动方式，恩格斯同

马克思一样，在思想上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民主制。这首先是由其基本信念决定的。还在 1845
年时，恩格斯就指出：“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彼

此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1]所以，他和马克思当时都坚

决反对各种工人阶级政治组织中盛行的集中制的、密谋性的组织与活动方式。由德国政治流亡者建立的

正义者同盟就存在着这样的弊端。因此，他们的领导人虽然多次邀请恩格斯和马克思加入，但都被坚决

拒绝了。后来，恩格斯和马克思对正义者同盟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

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完全体现了民主制的原则：所有盟员一律平等；党的各级

组织，从基层到中央委员会，都由选举产生；对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撤换；中央委员会作为党的执行机关，

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有关全党的重大问题，都由全体党员进行讨论和决定。正如恩格斯后来所

说，同盟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

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不过，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总的说来，共产主义者同盟仍然是一个狭窄的

秘密同盟，并没有完全摆脱集中制的和密谋性的传统，因而也没有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产生很大的影

响，不久之后就自行解散了。 
19 世纪 60 年代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是一个真正国际性的工人阶级联合组织，是完全

按照民主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它允许各国党有较大的自治权。但是，第一国际奉行的民主制原则在其存

在的中后期，遇到了来自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分裂活动的严重挑战。一般来说，无产阶级政治党虽然奉

行民主制，但也不排除必要的集中、权威与纪律。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对一切权威和组织纪律，目

的是要分裂国际，进而建立起自己对国际的统治。在此情况下，恩格斯不得不在一段时期内将理论活动

的重点放在了捍卫权威的重要性上。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权威》一文，集中阐述了民主与权威、民主与

集中、民主与纪律等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恩格斯强调，权威和自治是相对的，用自治来否定一切权威是荒谬的。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

社会，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关于纪律

也应该这么说。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没有任何斗争的武器！那末未来社会

的原型会变成什么呢？简而言之，我们采用这种新的组织会得到什么呢？会得到一个早期基督徒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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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 

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民族国家内的工人阶级政党相继建立起来，并且伴随着各国政治民主化

进程的推进，它们在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

就尤为显著。它人数众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在选举中显现出了巨大的组织力量。

但在各国党、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种消极的倾向也逐渐发展起来，那就是：党内民主制度时常

遭到破坏，党的领导者高高在上，压制不同意见，禁止自由争论，对正常的派别斗争动辄采取组织措施

等等。恩格斯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深感忧虑，因此，他的理论活动的重心又转到了捍卫工人阶级政党的民

主制上，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大深化了党内民主的思想，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宝贵的思想理论

遗产。恩格斯晚年的党内民主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党内民主落到实处的重要保证。从共产主义者同盟起，恩格斯和马克思

就将党的代表大会看作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定期召开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政党民主制度的重要体现。

但是后来，在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规模日益扩大、政治任务日益繁重后，这一制度不再被严格遵守。恩格

斯认为这种状况是非常不利于发扬党内民主的，要求各国党要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保证代表

大会按时和正常地召开。他在 1892 年 9 月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尔的一封信中强调说，应当坚持

每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即使为了遵守党章，你们执行委员会也必须这样做……。在他看来，定期

召开代表大会绝非仅仅是形式的问题，而是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制度化保障。 
2) 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内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还在第一国际时期，恩格斯就指出，在工人运动的阶

段性发展中，总会存在一致性和不一致性的矛盾。一方面，各国工人运动在目标追求上具有一致性，即

都是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的发展条

件极不相同，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党内斗争。针对法

德两国党的状况，他说，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第一次建

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

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 

3) 党内须有必要的言论与批评的自由。还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恩格斯就强调说，党内的批评自

由是达到团结的重要途径，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

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到了晚年，恩格斯更是坚决地捍卫党内言论自

由和进行批评的权利。“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

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

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7]为了保证党内自由讨论和理论争辩有效进行，恩格斯还建议德国社

会民主党创办一种相对独立的党的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

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目的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8] 

恩格斯在晚年之所以特别强调党内民主，除了其对民主的基本信念之外，还与党所处的政治环境紧

密相关。当时的西欧各国包括德国，民主政治已牢固地确立起来，无产阶级政党都已合法地、自由地进

行活动，民主共和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

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势下，才能取得统治。既然党已深深嵌入到民主制度

中，那么自身也就必须是民主的。恩格斯对党内民主的强调，正是对变化了的环境的及时的回应。 

5. 恩格斯晚年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新论断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初期起，恩格斯开始较多地关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但最初的着眼点，主要是放

在揭露农奴制改革对俄罗斯国家及农民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上，并对俄国尽快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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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有较多的期待。不过是到了晚年，恩格斯看待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更多地强调资本主

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对民粹派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幻想持坚决批判的立场。 
1) 承认和肯定俄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整个 19 世纪 70 年代，恩格斯着重论述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对俄罗斯国家和农民带来的消极影响，多

次预言俄国就要走向崩溃和革命。在 1871 年写的首篇论述俄国发展状况的文章《俄国状况》中，恩格斯

这样写道：俄国国内状况极其糟糕，财政几近崩溃，以不正常方式进行的农奴制改革以及其他社会政治

改革使农业生产遭到难以置信的破坏。在 1875 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恩格斯的这种看法

得到了更详尽的阐发：改革后，俄国绝大多数农民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境地，他们不仅要支付沉重的土地

赎金，而且还承担着国家和地方全部赋税的重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当资本主义社会还处

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寄生性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都被这种

寄生性的罗网所缠绕。基于此种认识，恩格斯预言俄国很快就要发生革命，“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

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向前推

进……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9] 

进入晚年后，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恩格斯俄国问题研究的重心发生了明显的转移，转到更多

地论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上了。 
19 世纪后期，主要欧美国家已完成了工业革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在当时的世界上，谁不想落后

挨打，就必须赶上工业革命的潮流。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也不得不开始发展大工业。发展大工

业就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因此，19 世纪末期的俄国也已经成为了一个半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存在着这样

的事实，但在俄国思想界，却仍在进行着俄国是否应该发展资本主义的争论。一些民粹派思想家断定说，

俄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政府错误政策造成的，不具有历史必然性；由于农民破产和国内外市场缺

乏，俄国资本主义不可能持久存在下去；应该趁着资本主义还没有站稳脚跟，扭转俄国的发展方向，使

俄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针对民粹派的错误观点，恩格斯从世界历史发展大趋势出发，给予了坚决的批判。恩格斯指出，俄

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非是人为的选择，而是现实发展的结果。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之所以惨败

给英法两国，是因为这是采用原始生产方式的民族同拥有现代生产方式的民族的近乎绝望的搏斗。当代

的工业生产意味着蒸汽、电力、走锭精纺机、动力织机以及制造机器的机器等等，而俄国从开始敷设铁

路的那一天起，这些现代生产资料的使用就已确定无疑了。恩格斯质问俄国民粹派道，到了 1890 年，俄

国作为一个依靠出口谷物并以此换回外国工业品的纯粹农业国，在世界上能够存在下去和保持它的独立

地位吗？ 
同时，作为后发展国家，俄国发展大工业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政府扶持大工业也就是扶持资本主义，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俄国资本主义就是人为造成的结果呢？恩格斯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一切政府，

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只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

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

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10] 
2) 应该从大历史的尺度看待俄国农村公社与农民命运的问题 
俄国民粹派之所以反对发展资本主义，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会对农村公社和农民带来灾难。恩

格斯一方面指出他们这样看问题有些悲观了，说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制度过渡到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制

度，没有众多阶级的消失和转变为另一些阶级是不可能的，但这离一个伟大民族的灭亡还十分遥远。另

一方面，恩格斯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历史地看问题。他指出，克里木战争后俄国需要发展本国的大工业，

而且只能发展资本主义式的大工业；有了这种大工业，俄国社会就必须承担它不可避免的后果。俄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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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的工业革命的后果，同在英国、德国已经发生过的情况没有多少区别。 
对于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恩格斯认为也有必要这样来认识。他说道，农村公社只有在其成员间财

产差别很小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差别一旦扩大，就不能再存在下去了。农村资产阶级现在在无情地破

坏着公社，因此，这一旧制度注定是要灭亡的。不过，俄罗斯民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

危机的，并且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发展只能给俄国带来灾祸，民粹派分子还把出现的任何一种灾难都拿来作为证据。

比如说歉收和饥荒。沙皇政府由于实行重工业轻农业、追求高速工业化的政策，致使俄国 1890 年代初发

生了农业危机和饥荒。这样一种结果当然与政府政策不当有关，但恩格斯认为这也是俄国发展必须付出

的代价，并不构成否定资本主义的理由，歉收只不过使以前处于潜伏状态的东西表面化了。但歉收把进

行中的过程大大加快了。由于各种危机的影响，俄国将完全变成另外一种国家。 
总之，在恩格斯看来，俄国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大工业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农民人口众多，这种

情况就必然会使其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烈。一个新兴农村资产阶级代替大约五十万

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这无疑体现出，恩格斯完全是从历

史尺度出发去看待问题的。 
3) 断言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不再存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在研究俄国问题的过程中，恩格斯和马克思曾提出了一种俄国有

可能避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构想，即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构想。这一理论构想为俄国实

现向社会主义的跨越规定了两个前提，一是农村公社在俄国全国范围内仍占统治地位；二是俄国发生革

命并引发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在 1875 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初步表达了这一思想，而

最明确的表述是他和马克思在 1882 年初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而俄国民粹派主张俄

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常常是将他们的这些看法拿来作为重要依据的。 
恩格斯晚年在深入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后得出结论认为，俄国要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一方面是内部条件已基本上不存在了。因为到

了 19 世纪末期，俄国村社大部分已经解体了。“在俄国，这样的时刻已临近(至少在某些地区是这样)：
俄国农民生活的全部陈旧社会结构，对个体农民来说不但会失去其价值，而且会成为束缚他们的枷锁。

恐怕我们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10]
另一方面，外部条件也不再具备。如上所述，恩格斯晚年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命力和无产阶级

实现解放的道路问题进行了重新反思，认为以前的许多看法都是错误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是

政治制度，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弹性，因此，已很难发生以前所设想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既然内外两个

先决条件都已不复存在，那么俄国社会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就只能是难以实

现的幻想了 

6. 恩格斯晚年理论创新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晚年的理论创新活动是多方面的，因而给予我们的经验启示也是多层次的、多角度的。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品格；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生动榜样。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理论，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是

教条主义地看待自己创立的理论学说的。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力求从客

观实际出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在那个时期，资本主义实际上还处在较为低级的发展阶段，在各方

面都体现出原始的特征。大工业无产阶级也数量较少，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甚至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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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偏差。例如他们

当时就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要灭亡了，从而使自己的认识表现出了较为激进的倾向。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能不断纠正自己的某些错误认识。1848 年革命失败后，他们就提出了一系列

新观点、新结论，在整个 19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继续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在马克思出

版的《资本论》中就融入了新的研究成果。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他们继续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

劝导工人阶级要继续积蓄力量，走上长期的政治斗争的道路。而恩格斯晚年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

变化最剧烈，工人阶级运动也以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世界各国都出现了工人阶级政党，其在合法斗

争中的成就越来越大。恩格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做出一系列理论创新的，并有力地知道了 19 世纪末期世

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典范。在早期，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影

响，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恩格

斯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不断探索适合自己国家实际国情的革命道路，终于强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中国同样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僵化地看待资本主义、计

划与市场的关系等等，也遭受了一系列挫折。但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实现了一系列

的理论上的突破，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全面地融入世界，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飞速发

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新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

被不断充实新的内涵，永葆生机与活力。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和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新形势，我们也要以恩格斯为榜样去进行认识，将自

己的理论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 
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整体上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刚开始进行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够成

熟，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还是农业国。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当今世界已经是高度全球化的时代，

是互联网和数字化的时代。各国国家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只有你，已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待当今时代。

如果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今天，他们无疑在理论上也会得出更多的创新性结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继

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品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对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有非常现实的

定位与看法。当然，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具有一些原始性的和固有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础性观

点并没有完全过时，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一面。但整个资

本主义世界的变化还是巨大的，我们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既不能僵化，也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的理论，

而是需要创新的地方就创新，而不是将创新看成是目的。 
恩格斯晚年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发展规律的认识，我们也需要辩证地去看待。我们党一直坚持从国情

和党情出发提出自己的政党学说，不断优化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处理好集中与

民主的关系。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充分落实党员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同时从严治党，

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党的建设方面，没有万古不变的理论，而只有最符合现实的理论与原则，

因此重要的是，不能陷入教条主义。 
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恩格斯晚年的判断是正确的。但 20 世纪的俄国也走上了自己独特的发

展道路，率先进行了社会主义实践，后来又遇到巨大挫折。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苏联模式、苏联解

体等，我们也要更多地从俄国历史中寻求答案，而不是局限于经典作家某一时段的认识。 
总之，恩格斯晚年理论创新给予我们的经验启示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是其精神与方法，而不是某

些个别结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精神品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就能时刻永

葆青春而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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